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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回教史”。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一调整，使白寿彝得以在群星灿烂的中国历史学界中独树一

帜，奠定下日后成为中国历史学大家的基础。从这件事上可以确认，开封的社会文化氛围在历史

学家白寿彝确认“自我”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开封市有一个“顺河回族区”，它在开封市五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顺河回族区

里有一个“清平办事处”，被称为“全市唯一的少数民族办事处”，现有居民约 1.9 万人，其中“回

族”占 46%。其实，当地居民在称呼或自称这些人时，依然使用“回民”而非“回族”这一名称。

清平的回民占居民人口比例之高，在全国城市中实属罕見。开封市内共有 20 座清真寺（男寺 13、

女寺 7），其中 13 座（男寺 8、女寺 5）在顺和回族区内，而清平办事处辖区内又集中了其中的 8

座（男寺 6、女寺 2）。因为开封市内的清真寺大多集中于清平这一区域内，估計 1949 年之前居

民中的回民比例还会更高。按照今天这个地域行政区划来看，1930 年代白寿彝回到开封时的故

居就在顺河区清平办事处区域内。 

东大寺是清平地区也是开封市内规模最大的清真寺，开封市伊斯兰教协会就设在东大寺里。

据东大寺内康熙二十八(1689)年的“重建清真寺碑”记载，东大寺建于唐代贞观二(628)年。因为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 622 年在麦地那创建了伊斯兰教共同体国家，630 年才征服麦加，碑上所

说时间并不可信，但是东大寺具有悠久历史却不容置疑。明代洪武元（1368）年，朱元璋的部下

回民将领常遇春占领开封以后，为了进攻北京在当地招兵卖马，许多回民青年应征入伍。据说这

件事感动了朱元璋，他从南京赶到开封，亲自给东大寺赠送了“精忠尚武”的匾额。 

白寿彝所居住过的维中前街，距离东大寺只有百数十米的直线距离。这也印证了开封市伊斯

兰教协会会长李文章先生对白寿彝“本家”就在东大寺“坊上”的说明。“坊”，即“教坊”也称

“寺坊”。教坊，是中国回民社会特有的组织方式，它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唐宋时代的“蕃坊’1，

本来是以一座清真寺为中心，由同在此礼拜的回民居民所自然形成的地缘社会组织。教坊与清真

寺，实际上互为因果。清平地区内回民比例之所以高，与回民的“一寺一坊”或“一坊一寺”的

居住习惯有关。伊斯兰教是维系坊的根本，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下，一个坊的居民才能走到一起。

根据民国时期的报告，1935 年时东大寺坊上回民大约有 3500 至 3600 户、10600 至 10700 人，2一

直是开封市内规模最大的教坊。換言之，当时的东大寺也一定具有强大的宗教感召力。 

白寿彝的家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回民家庭，母亲更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据白寿彝本人对笔

者讲述，她只要有了时间就会带着白寿彝去女寺学习阿拉伯语。“女寺”又称“女学”，它是中国

穆斯林社会为了满足妇女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维持宗教信仰的一种发明，而它的发祥地就在与东

大寺隔著维中前街相对峙的王家胡同里。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妇女原来并不能进清真寺，当然

也就无法在其中接受以读通经文、理解经文为目的的伊斯兰经堂教育。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清代

嘉庆年间(1796―1820 年)，开封回民在王家胡同创建了由女性教师专为妇女讲授经文的“女学”。

因为教师会按照教义给前来求学的穆斯林妇女们解答有关礼拜、习俗、以至思想方面的问题，她

们因而成为伊斯兰世界里罕見的“女阿訇”，女学成为妇女专用的“女寺”，从此身兼二职。3 

女寺是中国回民社会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更是开封的回民社会形成了一个坚固的穆斯林共同

体的象征。在与笔者的对话中，白寿彝曾经骄傲地提到，他的亲戚中出现过三位女阿訇。其中一

人是他的姑姑，能写一手漂亮的阿拉伯字。这位姑姑所在的女寺也离白寿彝家很近，幼时的白寿

彝经常随母亲去女寺，跟着姑姑学习阿拉伯语，因为写得好，他还时常受到姑姑的表扬。白寿彝

就是在这样一个拥有悠久的历史、宏大的规模、严密的组织、在中国伊斯兰的历史与文化上占有

重要地位的开封城的穆斯林社会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儿时的伊斯兰启蒙教育，自然造就了白

                                                        
1 秦惠彬，《中国伊斯兰教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64―66 页；马娟“唐宋时期穆斯林蕃

坊考”，《回族研究》1998 年第 3 期。 
2 卢振明，“开封回教谭”，《禹贡》第七卷第四期，1935 年。 
3 水鏡君，“浅谈女学、女寺的兴起与发展”，《回族研究》199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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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彝对穆斯林社会的认同。然而，就像并不是每一个人在长大成人后都会将自己的认同与其终生

所从事的专业活动联系在一起那样，白寿彝也同样需要一个契机，才能由此引起他对中国穆斯林

社会的人文和学术关怀。 

1932 年，上海和南京接连发生了两起“侮教事件”：南华文艺社与北新书局出版的杂誌与书

籍上接连出现了对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的飲食习惯进行侮辱的文字。这些文字反映出在中国进行

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部分汉人精英对回民坚持自己特殊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表现出来的反

感，但给中国的回民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傷害，使各地回民奮起“护教”。我们注意到，白寿彝回

到了开封这座孕育了他的城市，回到了他的回民共同体的时期，正是在这次民囯时期出现的首次

“侮教”事件与“护教”运动前后；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白寿彝先生也开

始了他在学术研究方向上从“哲学史”转向“回教史”的重大调整。可以肯定，白寿彝之所以会

在研究方向上进行这一转向，与他在这个中国社会中出现对回民社会的严重偏見的时刻回到了这

块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回到了他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回民共同体中有关。 

很明显，白寿彝先生对他的回民家庭和共同体背景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然而，我们却并不

能够仅仅根据白寿彝先生的这种共同体意识，就能够作出他的认同完全是一种对伊斯兰教的宗教

认同的论断。因为在 1936 年时，白寿彝在对金吉堂所著《中国回教史之研究》一书时进行批评

时留下了这样两段振聋发聩、至今值得令人深思的话语，其一为：““回教”与“回民”含义不

同，中国有外国回教徒留居，与中国之有回教，原系两事。”1这句话清楚地说明，白寿彝先生认

为：外国的回教徒来到了中国并不等于中国就有了“回教”，中国有了“回教”的历史，不能从

信仰回教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的时代算起。 

数年之后，白寿彝先生再著《中国回教小史》（1943 年），对其上述思想又做了进一步的详

细阐述：“自回教传入中国一直到清末，可分为两个时期。唐宋元是一个时期，明清是又一个时

期。第一个时期虽可能有中国人信仰回教，但中国境内的回教力量总是以外来的回教人为核心的。

第二个时期，中国境内的回教人可以说都是中国人了（不管他们的祖先是中国人或外国人），但

被教外人歧视，至少是被政府和士大夫阶级歧视，并且由歧视而迫害。”2也就是说，在白寿彝先

生看来，第一个时期只是伊斯兰教教徒来到中国的阶段，白寿彝先生称它为“移植时期”。只有

第二个时期，才是“中国回教”自身历史的开始。白寿彝先生的这一观点，其实是在强调：考察

中国为何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历史过程时，当然要追溯到外国回教徒来到中国的历史事实，但是这

段外国回教徒来到中国的历史过程，并不能够并不等于中国自身的伊斯兰教的历史。而中国伊斯

兰教的历史过程，应该是从中国人信仰了“回教”、也就是说从中国人中出现了“回民”这一团

体算起。 

“中国有外国回教徒留居，与中国之有回教，原系两事。”白寿彝先生的这一段表述，从逻

辑上看来似乎有些吊诡，然而它却点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应该在伊斯兰历史的脉络中看

待中国的伊斯兰教，还是应该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看待中国的伊斯兰教？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伊

斯兰教的历史，究竟是应该被看作“回教”中国化的历史，还是被看做中国人“回民”化的历史？ 

事实上，是“回教”的中国化，还是中国人的“回民”化，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如何看待中

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还关系到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穆斯林社会的性质：如果在中国

历史的脉络中，将中国的回民社会看作是“中国人”接受了伊斯兰教的结果，那中国的回民社会

就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证明；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回民”社会形成并保持

自己独特的“中国＋回教”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一件天经地义；而如果在伊斯兰教历史的脉络中，

                                                        
1 白寿彝，“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1936 年），《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 8 月，

341-342 页。 
2 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1943 年），该书后改名为《中国伊斯兰之发展》收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 8 月，348 页。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此次收入时有很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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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的回民社会说成是回教落根於中国的结果，那么中国回民社会的“回教＋中国”的文化传

统，就有可能被看成是回民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接受伊斯兰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在中国遭到异化的

象征。也就是说，这一点其实是观察中国回民社会时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二、“回民”与“穆斯林”、“伊斯兰教徒” 

 

在理解了以上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思考之后，我们也许更加可以深刻地理解

白寿彝先生《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中第二段话语的意义：“从一方面言，回教固不能离回民

而存在；从又一方面言，回民之各种活动，并不必亦决不能为完全回教的也。”1也就是说，白寿

彝先生认为中国的“回教”虽与“回民”有关，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一种简单等同的关系：

“回教”即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载体固然是“回民”，但是所有的“回民”的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

“并不必亦决不能”都放在“回教”这一宗教的镜头下进行审视。换言之，“并不必亦决不能为

完全回教的”中国回民的活动，理所当然就没有将其一切都要按照是否符合“回教”的教义标准

进行是非价值判断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白寿彝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使用了“并不必亦决不能”

这样一种十分清晰、非常肯定、几乎不给人留下“阐释”余地的表述形式。白寿彝先生的以上思

想，事实上是建立在一个严谨的逻辑思维基础上的： 

中国的伊斯兰教的历史应该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而不是在伊斯兰教历史的脉络中进行把握

理解；其原因是：一部分“中国人”接受了伊斯兰教，才可以算作是“中国回教”的开端；因此，

中国的伊斯兰教的历史，不是“回教”中国化的历史，而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中国人“回民”化

的历史；所以，中国的“回民”社会形成并保持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回教”的文化传统，而这

个传统自然是不能通过纯粹伊斯兰教的标准进行衡量的。由于以上原因，在中国不可能也无法形

成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同体”、即按照“乌玛”的形式建设的“完全回教的”、纯粹的伊斯

兰社会。 

从 1930 年代白寿彝先生的以上思想中，可以感觉到当时的白寿彝先生已经隐隐约约地觉察

到了一个困扰着当时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当时的“回民”社会的基本問題，那就是：“回民”一

词是否可以與“穆斯林”、及“伊斯兰教教徒”二者之間畫上等號的问题？或者說，用中文表述

的“穆斯林”究竟是一种宗教信仰呢，抑或是一种生活文化形式？事实上，1930 年代的白寿彝

先生已经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而这个答案，应该与他出生和长期生活于“开封”这座“中国

历史文化名城”一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对于白寿彝先生来说，“开封”正是一个处于整个中国

文化大环境之下的“中国回民社会” 的符号和记忆的记忆。 

“顺河”这一地名的原意，就是顺着汴河边的两岸地区。从宋徽宗时期画家张择端所作长

525 厘米、宽 25.5 厘米的绘卷--“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开封的回民社会其实一直

沒有远离政治的中心。开封鼓楼的旧址附近，有一座“三民主义胡同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原名

凤凰寺，有人考证说它是宋代为伊斯兰教徒的官僚所建的官寺，2这段历史反映出穆斯林就已进

入中国官僚阶层的事实。除东大寺外，开封还有凤凰寺、北大寺、西皮渠清真寺、文殊寺街清真

寺等四座古老的寺院，因为资料的限制，无法确认这些“古寺”的具体建造年代。但是据明代文

献资料记载，当时住在凤凰寺、西皮渠清真寺周围的居民基本上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回

子”。3它反映出，从明代初年起回民已经进入政策决定层次的事实。清代道光二十一(1841)年黄

                                                        
1 白寿彝，“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1936 年），《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 8 月，

342 页。 
2 胡云生，“开封市伊斯兰教清真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开封市文

史资料》第十辑，226 页。 
3 （明）景況《如梦录》街市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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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决堤，回民们为了堵住水门不惜拆下东大寺的建筑材料保卫了开封城。水灾过后，道光皇帝下

令修复东大寺，并挥笔写下“护国清真”四字。这四个大字至今仍然挂在东大寺的墙头，与出身

于洛阳回民社会的原中国官方的通讯社--新华社社长穆青所题“东大寺”匾额相对，形象地反映

着开封回民社会与中国历代国家政治权力、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 

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等并列为中国的“六大古都”的开封，当然也是中国文化

传统的符号。战国时的魏，五代的后梁、后晋、后周，以及北宋、金等王朝都曾定都开封，孔子

和孟子也曾经在这里留下过足迹，蔡邑、蔡文姬、阮籍等文化名人出生在这里，北宋时开封成为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科举史上第一次殿试和最后一次会试都在开封举行。1954 年以

前，开封市是河南省的首府，近代这里诞生了河南省最早的大学、师范和女子师范、报纸、图书

館、博物館、剧团、剧场、广播局、电报局、邮电局、电话局等等。白寿彝也就曾是河南省最初

的大学--中州大学1文史系的学生。 

在白寿彝出生的清代末年，开封已经陆续出现新式的学校。新式学校面向社会招收学生，除

文史之外还教授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传统的以家族为单位的私塾。1908 年，河南省第

一所以回族子弟为对象的回民学校―养正学校，就由著名的王皓然阿訇创建于东大寺里。2回民

学校与一般新式学校不同的是，同时教授学生们伊斯兰教的知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白寿彝的

父母却没有将自己的送孩子们到这里，而是聘请了先生，在自己家里开设了私垫对他们进行中国

传统式的教育。这件事说明，在这样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开封城里，回民们

原本重视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白寿彝的母亲不识字，但在窗外听私塾先生讲课，居然默记下“三

字经”，然后教给还没上私塾的白寿彝。3 

1916 年，7 岁的白寿彝开始在私塾学习。据白寿彝讲，他一生曾经遇到过三位私塾先生，启

蒙老师是晚清秀才邓先生。邓先生的教育方法是要求学生反反复复、死记硬背四书五经，白寿彝

称邓先生的教育方法为他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素養的坚实基础。在邓先生以后来到白家私塾的是

一位晚清拔贡吕先生。吕先生强调理解能力的重要性，让学生们嘗试解释各种古文的内容。出身

回民的吕先生指导年仅 11 岁的白寿彝完成的第一篇作文题目“过者务当改”选自科举试题，而

白寿彝沒有提起吕先生指导他学习古兰经。在白寿彝 13 岁的时候，私塾老师又换成了凌先生。

凌先生虽然熟悉自然科学，但在最大个功课语文上，仍然是让学生通读和理解中国的古代经典。 

根据白寿彝外甥女巴秀芝阿訇的介绍，笔者在开封找到了白寿彝长兄白寿康的长孙——当时

已 50 岁的白崇仁。据白崇仁介绍，他有三个弟弟：白崇义、白崇礼和白崇智（故人），如果再有

一位弟弟降生，家中给他准备好的名字是“白崇信”。“仁、义、礼、智、信”，这个由朱熹弟子

陈淳整理出来的儒家伦理体系，已经深深扎根于开封城回民社会的道德观念中，滲透到了他们的

日常生活里。如果理解了这一点，不仅可以理解在 1930 年代为什么更多的开封回民不肯轻易接

受“依赫瓦尼”学说的现象，更可以理解在中国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进程中被边缘化的事实

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 

进入 20 世纪之后中国所选择的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道路，给中国回民社会不断带来被边缘

化的危机。清末民初的革命家们，将自己的建国主张从“驱除鞑虏”变到“五族共和”，然后又

从“五族共和”变到“中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等号越划越清晰。尤其在 1930 年代，发生

                                                        
1 中州大学，前身是经河南省临时议会决定于 1912 年创立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当时，类似这样的学校在

全国仅有三所。其余两所分别是北京的清华和上海的南洋学校。中州大学于 1927 年改名为河南中山大学，1930

年再改名为省立河南大学。早期的毕业生中有范文澜(历史学家)、冯友兰(中国哲学者)、姚雪垠(小说家)、周而

复(小说家)等有名的文化界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先后改名为河南师范学院、开封师范学院、河南

师范大学等，1984 年恢复为河南大学。 
2 郭宜甫，“忆养正学校”，《开封文史资料》第十辑，1990 年，330 页；陈廷良、王惠民，“淺议河南回民教育”，

《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 年，160 页。 
3 鲁丁(白寿彝)，“从《三字经》说到历史教育”，《白寿彝文学论集》(下)，1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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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北边疆的“伪满洲囯建国”和西北边疆的“回民叛乱”（实为维吾尔），让越来越多迷信民族

国家体制的政治家与知识精英对汉以外的文化集团产生偏見和抵制情绪。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对

1932 年发生在上海南京的两次“侮教”事件作了较为严历的处理，但是 1936 年 4 月在北平又出

现了类似的“《世界晚报》侮教事件”。这些发生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事件说明，包

括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精英在内，中国社会中正在逐渐蔓延开来一种在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

文化也必须统一于主流文化的情绪。 

其实在 20 世纪初期，面对中国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趋势，大量的回民知识精英开始呼吁不

要将回民看作汉族以外的民族集团，并且针对汉回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甚至主动提出了改革回

教，以使其适应中国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趋势。1然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如何处理文化与

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却再次出现了对回民的文化生活习惯的污蔑和攻击。这种社会偏見，使

回民不得不再次考虑回民与汉民之间关系的性质，甚至有人开始考虑在自己是不是一个有別于汉

的特殊的民族共同体的问题。这件事反映在开封，就是 1930 年代回民社会中发生的一系列教派

分裂和对抗事件，这些事件使开封的回民社会数度出现分裂的危机。 

在离东大寺不过数百米的王家胡同深处，还有一座“王家胡同清真寺”。1989 年得到修缮的

王家胡同清真寺，与东大寺的中国传统式建筑风格炯然不同，礼拜堂选用的是阿拉伯式的圆屋顶。

据开封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李文章先生介绍，白寿彝的家族在四十年代已改入王家胡同清真寺的

坊上。与白寿彝同一宗族的白寿志，1998 年时担任王家胡同清真寺教坊的“社头”，就是由教坊

内穆斯林共同推选出来的理事。事实上，王家胡同清真寺正是在 1930 年代开封回民社会的教派

分裂中，从东大寺分裂出来的一个年轻的清真寺。王家胡同清真寺建成于 1937 年，从教派上来

說属于依赫瓦尼派（即新教），而东大寺属于格底目派（即老教）。 

“依赫瓦尼”之意为兄弟、同胞或朋友，依赫瓦尼派是 19 世纪末受阿拉伯地区瓦哈比运动

的影响，由中国甘肃省的东乡族阿訇马万福等人倡导、形成的中国伊斯兰教教派。它自称“遵经

派”，提倡“凭经行教”、“遵经革俗”、要求穆斯林“一切回到《古兰经》中去”。如妇女要戴盖

头，参加社会活动要严格遵守教法教规。他们提出遵从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的古兰经的精神，主张

建立平等的教坊间关系，反对铺张浪费、披麻戴孝、哭丧、游坟点香等风俗习惯。 

“依赫瓦尼”实际上是因反对在西北地区回民社会中形成的伊斯兰教门宦制度而形成的，2故

被称为“新兴教”、“革新派”。在并不存在“门宦”的开封地区，“依赫瓦尼”提倡“凭经行教”、

“遵经革俗”、“一切回到《古兰经》中去”的口号，其内容理所当然地让人联想到清算汉文化对

于伊斯兰教徒日常生活影响的内容。而被称为老教的格底目派，则主张一如既往地按照传统的信

仰方式履行穆斯林的基本责任。 

开封的“依赫瓦尼”教派的历史，可以追朔到 1917 年。这一年，跟随马万福学经的马广庆

从甘肃归来，开始在开封传播“依赫瓦尼”学说，20 年代初期掌握了对文殊寺街清真寺的控制

权，使这里逐渐变成为开封城“依赫瓦尼”教派的据点。3此事激起了其他教坊的反对，原属文

殊寺街清真寺的反对依赫瓦尼的教友们，在无法夺回控制权的情況下，不得不于 1923 年脫离文

殊街清真寺，建立了格底目派的洪河沿清真寺。41930 年代里有人要在开封最大的清真寺、东大

寺推行“依赫瓦尼”学说，因而引起激烈争论，教派之争又起。东大寺坊上信奉了“依赫瓦尼”

学说的教友们与东大寺分裂，独自建立了王家胡同清真寺。除王家胡同清真寺外，仿照文殊寺街

                                                        
1 保廷樑，“宗教改革论”，《醒回篇》，东京，1908 年，31 至 40 页。 
2 门宦，是西北地区的甘肃宁夏和青海地区回民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的教团组织形式。主要是由伊斯兰教神秘主义

教派苏非派的领袖们，将中国封建礼法制度导入伊斯兰教信仰体系而形成的。门宦的领袖可以世袭，对所属成

员保持绝对的权威。 
3 胡云生，“开封市伊斯兰教清真寺”，《开封文史资料》1990 年，250 页。 
4 同上胡云生文，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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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建起的北门大街清真寺，也是 1933 年由仅仅相距半里地之外的北大寺中分裂出来的依赫

瓦尼派教友们所建。1 

三十年代开封的教派之争，表现了在当时的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对其他非中国主

流文化的歧视之下，中国回民社会关于自己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之定位所产生的焦虑。但是在这

场教派之争中，东大寺的教长洪宝泉亲自撰写阿拉伯文《明真释疑》，明确阐述了反对“依赫瓦

尼”教派的意志，最终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开封回民改宗为“依赫瓦尼”。2东大寺具有奉行与

中国传统文化共存方針的传统，明代万历十四年（1586）年曾经树立“古制连班永尊”的巨大石

碑，以表示坚持传统、抵制其他学说的信念。3提倡“凭经行教”、“遵经革俗”、“一切回到《古

兰经》中去”的“依赫瓦尼”在开封之所以会遇到如此大的阻力，是因为这个从表面上看来非常

宗教化的命题，其实质却是要求疏远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这一点，对于生活在开封这座“中国历

史文化名城”中的回民社会来说，其实是一个他们从内心反对、不愿看到出现的现象。 

其实，对他人的不宽容，就是一种失去自信的象征。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一个政权的层次，

同样发生在其他共同体的层面。包括一种文化、一种宗教、一种社会价值体制，在它失去了自信

时，都会对其他的文化失去宽容，并通过暴力或近暴力的手段要求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宗教、其

他的社会价值体系对自己进行认同。1930 年代中国数次发生的“侮教”事件，正是当时“中华

民族”的这种自信丧失的象征。就在 1930 年代的“侮教事件”前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东北和北京地区相继组织起了伪满洲囯“回教协会”和“中国回教协会”，“中华民族”的思想遇

到了最大的挑战。由此可以知道，中国社会里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出现了要求中国回族社会明

确表达其关于国家的认同：要么中国，要么伊斯兰；要伊斯兰就边缘化，要中国就放弃伊斯兰，

这就是发生“侮教事件”的社会思想背景。但是对于中国的回民社会来说，这个二者只能取一的

对立关系原本并不存在，所以他们只能选择了抗争。 

1937 年 3 月 7 日，白寿彝代顾颉刚先生执笔写下了《大公报》星期论文《回教的文化运动》，

在其中他写道：“回教文化运动推演至此，其意义已较前丰富，表现的成绩也比以前深刻多了。

近数年来，为了回教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渐多，同时回教历史的研究也已发轫，这文化运动显然又

酝酿着一个新的阶段。据我所接近的几个回教青年的观察，这个新阶段至少包括以下各点：（1）

须於回教根本教义既各部重要教法有理论上的阐发；（2）须把回教历史上关于阿拉伯文化与中国

文化的媒合，即回教徒与非回教徒没有真正的种族区别的各种事实，使教内外人有普遍的认识；

（3）须大量地而且精细地翻译整理各种回文典籍，给中国学术界以新鲜刺激；（4）须对西亚细

亚诸回教国家有密切的联络和切实的了解，使得他们可因文化的关系，作保持我国西陲国防的重

要因子。”4 

由于与当代中国民族政策内容的乖离，其中的第（2）点，自然更能够引人注目。这一点既

能够证明中国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进程为什么会给中国的回民社会带来危机感，同时也对我

们分析今天中国乃至世界上到处发生的民族问题的构造时，依然具有鲜明的借鉴作用。我们不能

不赞叹：即使在这样一个时期里，白寿彝先生居然依然保持了作为学者的冷静。 

 

三、容纳多元文化的宽容环境 

 

据白寿志推测，白寿彝与母亲去过的女寺，应该是教经胡同女寺，当时也是东大寺的女寺之

                                                        
1 开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东大寺阿訇――赵永清”，《开封文史资料》第十辑，360 页。 
2 穆德全、胡云生，“开封的回回民族”，《开封文史资料》1990 年，287 页。 
3 胡云生，“开封市伊斯兰教清真寺”，《开封文史资料》1990 年，255 页。 
4 白寿彝，《回教的文化运动》（1937 年 3 月 7 日《大公报》星期论文，代顾颉刚先生执笔），《白寿彝民族宗教论

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 8 月，78-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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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经胡同贯穿草市街和北上街之间，离维中前街只有 300 多米。教经胡同的名字，由历史上

中国最大的犹太人集团定居于此并在此地建立教会的故事而来。以前在中国犹太教也被称为“挑

筋教”或“一赐樂业教”（以色列教），因犹太人吃牛羊肉时必须挑去牛羊足筋的习惯而得名。清

代以前教经胡同称为挑筋胡同，以后挑筋慢慢被念成教经。 

开封城里犹太人的足跡可以追朔到北宋真宗年间(998―1022 年)，据说当时有 500 名犹太人

以朝贡的名义来到开封并定居下来。1163 年，他们在开封建造了犹太教堂，明清时人们也将犹

太教堂称作清真寺。1开封犹太人的人口，几乎从来没有超过过 1000 人以上的时候，然而它却有

著 1000 年的历史。这说明，历代的王朝都沒有使用暴力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文明。正是因为这

种宽容，反而促使他们开始接受了中华文化的要素。据说，1420 年一位犹太人被明朝皇帝赐姓

为赵，这是犹太人最初得到中国人姓名的例子。明清时代，也有犹太人出任知县、参将、刑部郎

中等官职，还有人考取了进士。2从犹太教堂遗留下来的明代正德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到他们当

时已经开始用儒学的概念解释犹太教教义。另外，在传教士所画的犹太教堂的立体图上，也能看

到康熙亲书“敬天助囯”的匾额，说明居住在开封城里的犹太人已经能够接受中华文化中有关“天”

的思想。 

居住在开封的犹太人共同体消失的原因，首先是与天灾有关。黃河洪水泛滥，数次席卷开封，

犹太教堂曾于 1451 年、1642 年、1851 年、1860 年四次遭受黄河洪水的袭击，前两次水退之后，

人们集资重建了教会，康熙年间来到开封的法国传教士还曾描绘下教堂重建后的雄姿。3然而，

毕竟人数过少、经济实力有限，在最后一位犹太教士于 1800 年去世1之后，共同体又失去了最后

的精神约束力量，于是慢慢走向了自然消亡。在 19 世纪中两次遭到洪水袭击之后，他们不但沒

有能力再建教堂，教堂的土地也于 1912 年出卖给了天主教会。 

从开封的犹太人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出，生活在开封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人们，更能理解

和适应中国传统的王朝体系在对待其他文明存在的问题上的宽容态度。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中国

的犹太人中最后更多的人不是同化于汉人社会，而是被吸收到了穆斯林共同体中。由于犹太教与

伊斯兰教在生活习惯有接近之处，生活在中国的犹太人曾被称为“蓝帽回回”。一位于 1642 年访

问了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在他的著作中记录到，当时南京仅有的四户犹太人都已改信了伊斯兰教。

虽然我们无法确认开封犹太人最后是否也都改信了伊斯兰教，但是曾为开封犹太人居住区中心的

教经胡同，之后变成了穆斯林的集中居住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29 年白寿彝考上了燕京

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研究生，遇到了中国犹太人研究的开山祖陈垣。白寿彝先生告诉笔者，当年陈

垣先生得知白寿彝是开封来的回民时，居然一度认定白寿彝为犹太人的后裔。 

白寿彝先生虽然沒有发表过直接研究开封的犹太人社会和历史的著作，但是毫无疑问，他也

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1998 年夏天在接受笔者访问时，他曾用了很多时间谈及开封城里的犹太

人的故事。他以开封城中具有多种文化、是一块多种文化共存的土地为荣，为犹太人共同体的消

亡惋惜。尤其令白寿彝先生扼腕的是：犹太教堂里曾有过四本犹太经书，包括两冊“羊皮古经”，

后来都被天主教传教士掠夺到了欧洲。比起犹太教来，白寿彝对开封城里的基督教的态度截然不

同。也许是因为他曾经直接体验了开封的基督教会对于异己文化和思想的不宽容，受到过基督教

会学校教育的他，反而沒有对基督教留下什么好評。 

开封基督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崇祯元(1638)年。当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开始在开封

                                                        
1 关于中国犹太人历史的详细资料——犹太教的来源、教义、犹太人迁入中国以及开封犹太教教会的沿革，主要

记载于开封犹太教教会的三块石碑上――明代弘治二(1489)年的“重建清真寺记”(弘治碑)、明代正德七(1515)

年的“尊崇道经寺及镂空记”(正德碑)、清代康熙二(1663)年的“重建清真寺碑”(康熙碑)。 
2 魏千志，“中国古代犹太人的历史贡献”，《史学月刊》，1995 年第 3 期。 
3 Josep Dehergne, S. J Donald Daniel Leslie Juifs de china, Pariset Rome 耿升译《中国的犹太人》，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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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教会。2但是，与伊斯兰教、犹太教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成分，利用中国

传统文化的命题、逻辑以及伦理观阐释教义不同，罗马教皇針对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最终做出

了严历禁止信仰者同时保持中国传统习惯、禁止传教士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也就是通过中国

人能够听懂得的语言进行传教的决定。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这种不许教徒接受一切儒家教义的做

法威胁到了清朝的统治基盘，康熙皇帝在康熙 45(1706)年，开始禁止基督教在中国的布教活动，

开封城里的天主教会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消失了踪影。 

20 世纪初，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枪炮声中，基督教重新回到开封。此时来开封的不再只

是天主教系统，还有基督教系统的圣公会、美国的南浸礼会、循礼会、内地会等。从 1910 年代

到 30 年代，这些教会在开封先后建立了培文学校(男子)、华美学校（女子）和光豫中学（男子）、

静宜女子中学(以上为天主教系统)，济汴中学(男子)和施育女子中学(美国南浸礼会所办)，磐石中

学(男子)和培德女子中学(循理会所办)，圣• 安德烈中学(圣公会所办)等许多学校。 

1924 年 15 岁的白寿彝先生进入圣• 安德烈中学。根据与白寿彝先生同年代进入济汴中学的

赵圣城的回亿录――〈读书六年的济汴中学〉记载，3当时开封城里的许多教会学校，至少基督

教系统的教会学校，在教育制度与教育方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4济汴中学，除了信徒，也接受

一般人家的孩子入学，在学费上却有差別。信徒的孩子一个学期的学费为 16 元(仅仅交纳住宿费

和伙食费)，其他学生是 32 元（学费 16 元、住宿费和伙食费 16 元）。从此可知，并非所有的人

都是为了基督教的信仰才送孩子来到教会学校。按照白寿彝先生的说法，父母送他来到这里读书

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学习英语。5 

按照赵圣城先生的回亿，教会学校对学生的管理非常严格，不让学生接触外面的世界。比如

济汴中学，学生被严格禁止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一律寄宿，每月只可以在一个星期六回家

一次，但必须于当天晚飯前返回学校报到。这种对学生思想的控制，也引起了一直生活在一个信

仰自由的社会空间中的白寿彝先生的反感。据白寿彝先生回忆，教会学校丝毫不顾学生原有的宗

教信仰，要求学生每天早晚两次礼拜，读习《圣经》，这尤其引起了身为回民的白寿彝的不满。

第一学年结束后，白寿彝先生看到了一篇发表在上海某家报纸上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西方列

强办教会学校的目的，在于控制中国的教育主权、控制中国国民的思想。白寿彝先生对这篇文章

的内容产生共鸣，于是下定了退学的决心。但是当他以学校伙食不符回民飲食习惯的理由提出退

学时，校方甚至答应给他单开伙食进行挽留，又考虑到父母盼子成龙的心情，他才留了下来继续

学业，但是三年的课程只用了两年便毕了业。 

从白寿彝先生对待开封城里的犹太人和基督教会的记忆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白寿彝先生身上

同时集中了两种精神：既有作为一个“回民”对回民社会文化的理解，更有一个作为开封人对于

其他文化的宽容。而这样两种精神之所以能够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说明当时的白寿彝先生已

经将一个宽容的社会形态：人们可以具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社会，看作是一

种理所当然的社会常态。他对基督教学校的反感，也正是出于他无法容忍基督教学校对其他文化

及思想的不宽容。如果我们不刻意从一个回民的角度关注白寿彝先生时，可以感觉出，在白寿彝

先生的思想深层中其实蕴藏着最为彻底最为典型的中国文化基因。他看待任何事物的目光，在一

个回民之前，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而作为一位回民的白寿彝先生之所以能够如此自然地认同中国

文化，不是因为他在中国文化的压迫下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恰恰是因为中国具有允许其他

                                                                                                                                                                       
1 同上书，第 8-9 页。 
2 孟紫坪，“开封市天主教会概述”，《开封文史资料》第十辑，42-44 页。 
3 赵圣城，“读书六年的济汴中学”，《开封文史资料》第十辑，186-188 页。 
4 1997 年 12 月 30 日在对白寿彝先生的采访中这一点也得到了落实。 
5 刘雪英，“白寿彝教授传”，《白寿彝史学论集》(下)，附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1297-1298 页。圣

•安德烈的校长在入学考试时向白寿彝询问他为何选择教会学校，白寿彝先生回忆说，为了学习英语，为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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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宗教、信仰或文化共同体共存的宽容的文化传统。1 

在南教经胡同与白寿彝长期生活过的维中前街之间，坐落著崇祯元年所建的天主教堂，开封

市天主教协会也设在其中。在笔者访问的年代里，教堂的围墙已经被打开并包租给数家商店和饭

店，其中一家居然打出了“清真朝鲜冷面”的招牌。以维中前街为中心，在半径不超过 400 米的

地区内，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精神的追求与经济的欲望浑然同在，伊斯兰教、基督教、犹

太教、“清真朝鲜”，多种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组成了开封的一道奇妙的风景线。然而开封

城里的人们，谁也沒有也不会以此为奇。白寿彝和开封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首先就是在中国传统

的社会环境下，具有不同文化形态的人们曾经和谐地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域里。 

然而，就在顺河区里，也有让人感到当代政治冷酷无情、背叛中国宽容文化传统的印记。就

在距离白寿彝 1930 年代生活过的维中前街不过数百米的二马路上有一套小洋楼，门前横向坐落

着一张石碑，上面写著“国家主席刘少奇逝世之处”的字样。当时身为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的，于 1967 年在这里孤独地离世。当然，本篇的主人公白寿彝先生，即

使当年曾经生长于在这里，当时也不可能知道发生在这里的这种事情。 

显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共同生活于同一个地域社会中，其前

提条件就是这些人们不要将文化的背景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笔者在开封城里发现，比起“回

族”这个称呼来，无论他的文化背景为何，大家都更愿意称呼或者被称呼为“回民”，而“穆斯

林”一词，只是在特意提到或被提到其所信仰宗教时才会被使用。很明显，开封城的人们，不仅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意识不到通过“民族”的标准与他人进行切割的必要，甚至把他们的伊斯兰

信仰或建立在伊斯兰信仰基础上的回民文化的实际意义也限制在私的领域中。事实上，与 1949

年以后的历史进程不同，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长河中，历来都不是所有的人会对“民

族”的概念具有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认同。正是因为这种不去刻意地发现和认同“民族”、刻意

地发现和认同所谓构成民族文化特征的宗教意识，才能够使得各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

的群体和个人之间能够长期和平共处。近代的开封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而白寿彝先生，也正是在

这样一个并不从“民族”和“宗教”的角度上区別他者、因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人

们能够和谐共存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中，才能够保持他的二重忠诚：对于回民社会和对于中国

社会的二重忠诚。正如美国学者 P．A，科恩在其《知识帝国主义――东洋思想和中国问题》一

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决定一位历史学家采用一定的方法、以及他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意识，

其理由除了他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外，別无它物”2。 

 

结  语 

 

白寿彝先生当年的疑问，那就是中国的“回民”是不是就是“伊斯兰教徒”的问题，其实至

今都没有得到一个明晰的回答，并且仍然拷问着今天的中国回民社会。1940 年代以后，这个问

题事实上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原因不言自明:当“回”被形容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时，能够被

发现用来与“汉族”进行切割的“回族”的“民族特征”，就只有对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而已。

正如“回”——“伊斯兰”被当做了民族共同体的名称一样，“回民”与“伊斯兰教信仰”就这样

被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然而，如果所有的中国“回民”都信仰伊斯兰教，那么坚持无神论的中

国共产党中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回族共产党员”？毫无疑问，由于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中

国回民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习俗，然而文化和生活习俗并不一定代表宗教的信仰，就

                                                                                                                                                                       

用英语这一工具看世界。 
1 关于其原因，请参照拙著《多民族国家 中国》（日本岩波书店，2005 年）中关于中华文化的缔造者其实是由周

边进入中原的异民族统治者的论述部分。 
2 P. A.科恩著，佐藤慎一译，《知の帝国主义―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平凡社，1998 年，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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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今天许多人过生日时都要吃蛋糕，然而这些吃蛋糕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基督徒一样。 

白寿彝先生在各个年代中留下了大量的文章，至少我们可以相信，1949 年前的文字应该是

他当时思想的忠实表现。1937 年 3 月 7 日，白寿彝在代顾颉刚先生执笔写就的《大公报》星期

论文《回教的文化运动》中指出，“但这种运动虽极可钦佩，而在运动的过程中也免不了有些缺

陷。据我看，最大的缺陷有两个：一个是各方努力的不集中，一个是各种活动的缺乏现代化。……

第二个缺陷，表现得最清楚的是回教徒发表的文字和言论里往往把学术研究和宗教情绪牵混在一

起，而不能把这两项各安放在适宜的地位。其次，在几个高级学校的课程编制和将来计划中，似

乎还不能把讲授的课业融化在世界知识的领域里。因为这样，所以教内外人的隔阂常无法避免”
1。笔者认为，白寿彝先生的这段分析尤其值得我们今天再次深思，因为在“回”被变为“民族”

之后，“发现和发扬优良民族文化传统”的实践，反而变成了这种“把学术研究和宗教情绪牵混

在一起”的正当性场域。 

白寿彝先生在 1930 年代中国回民社会中出现“护教”运动的时期改变研究方向的原因，显

然并不仅仅出自于他在开封回民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在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遭到污蔑时的愤怒。从

对“回教”与“回民”二者进行了剥离，到主张从中国历史的脉络中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

再到主张回教徒与非回教徒没有真正的种族区别，再到批评“回教徒发表的文字和言论里往往把

学术研究和宗教情绪牵混在一起”，可以清醒地看出，他的危机意识既来自于对当时回民在中国

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被边缘化的事实，更来自于中国回民社会中的不自觉的“自外”意识。

白寿彝先生之所以没有局限于一个“回族”史学者，而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学的大家，不能不承

认正是因为当初的他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与跨越“民族”的人文情怀。 

 

 

【论  文】 

现代性语境下族群认同的消弭与建构 

                             ——对迪庆藏族自治州两个村落的比较研究2     

 

刘  琪3 

 

内容提要：在现代性的语境下，族群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复杂，族群认同也在实 践过程中

被不断重塑。国家与市场可以被视为现代性最主要的力量，它们介入地方社会，地方社会则在精

英的带领下与其形成“共谋”，进而改变地方面貌。通过对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两个个案进

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族群认同的消弭与建构过程，以及影响族群认同走向的要素。这两个个案

都是地方社会与国家、与市场互动 的产物，是当地人在竞争性情境下的自主选择。在现代性语

境下进行族群研究，需要关注地方社会与更大的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需要关注个体能动性的

发挥。 

关键词：现代性  族群认同  国家  市场  社会过程  

 

现代性，是席卷 20 世纪的全球现象之一，它渗透到每个角落，极大的改变了地方面貌。从

                                                        
1 白寿彝，《回教的文化运动》（1937 年 3 月 7 日《大公报》星期论文，代顾颉刚先生执笔），《白寿彝民族宗教论

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 8 月，79 页。 
2 本文刊载于《学术月刊》2016 年第 3 期，略有改动。 
3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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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来看，现代性至少从两个方面对传统地方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第一，它打破了地方社会

封闭隔离的疆界，将地方卷入到全球体系之中，使地方化化的实践与全球化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

起，地方不得不应对来自外界的冲击；第二，它将个体从传统社会联结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大

的自主性，个体身份与认同1不再是先赋的、固定的，而是可以进行自主选择，并由此导致地方

社会关系的变化与重塑。2 

族群关系，也是地方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相对于单一族群的聚居地而言，多族群聚居地的

族群关系通常会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样态。在我国广大的领土上，西部的“走廊地带”是多族群聚

居的主要地域之一。在历史上，由于贸易、军事等原因，多个族群在同一片区域长期共生共处，

在日常实践中，形成了族群之间相处的默认规则。在这个时候，族群边界往往并没有那么清晰，

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被包容于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3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发生的一系列

变化，这种族群共处的地方形态也开始改变 

概而言之，变化的根源在于传统地方社会自给自足的状态被打破，进而介入到了更大的社会

结构之中，国家与市场，便是这个结构中最重要的两个维度。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进行了大规

模的民族识别，这是一项国家化的工程，将辖域内的人群重新按照一套官方的“民族”体系进行

了划分，这套官方的分类体系，未必与地方传统上的族群分类体系完全吻合，这使得人们需要按

照新的分类体系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此后，围绕着新的民族分类，国家又推行了一系列的民族

政策（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将民族身份与资源分配挂钩，

促使民族地区的人们愿意重新发明自己的地方传统，与国家话语进行“对接”，以获得更多的资

源与便利。4 

20 世纪 80 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传统文化的价值被放到市场中进行重新评估。对于民族地

区的人们而言，市场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让一些年轻人走出了“深山老林”，

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使地方传统被商品化，成为了供远道而来的

游客参观游览的景点。进入 21 世纪之后，旅游业更加繁荣发展，那些来自城市里的游客们，总

是希望在“民族地区”看到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这种猎奇的心态，使得各地人民纷纷开发出自己

的“特色”，这些“特色”并不必然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符，而是为了迎合游客、赚取利润而塑

造的地方形象。5 

在国家与市场力量的双重冲击下，近年来，民族地区的地方形态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

化，也导致地方的族群关系不断进行重组，或从分化走向融合，或从融合走向分化。笔者在这里

所要呈现的，即是这样两个案例。这两个村落都位于同样的区域，即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这是

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域，截止 2011 年，生活着包括藏族、纳西族、傈僳族、汉族、白族、

彝族、普米族、苗族、回族、独龙族、怒族等十余个民族。两个村落的地域条件有诸多类似，但

近年来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在第一个村落中，族群认同被共同的“地方文化”消弭，人们的

认同更多指向的是地方而非族群；在第二个村落中，族群认同在近年来复兴，但又带有地方性的

特征。在下文中，笔者将细致呈现这两个村落近年来发生的故事，并就其出现不同走向的原因进

                                                        
1 在中文的学术讨论中，对于“身份”与“认同”常常没有进行严格区分，而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概念有着需要

澄清的差异。身份，指的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制度、组织规则所建构起来的社会位置；认同，则是个体主动进行

的意义建构。只有当个体将自身的社会角色作为自身的意义来源主动内在化并加以接受的时候，身份与认同才

是一致的，否则，身份与认同之间将会出现裂痕，甚至造成“有身份而无认同”的情况。参见罗如春，“身份

认同问题三论”，载于《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08 年卷）——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与审美文

化的转型》。 
2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 关于多个族群在同一片区域和平共处的案例，可参见刘琪，“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迪庆经验’：历史、现实与

启示”，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5 期。 
4 参见（英）霍布斯鲍姆著，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 参见范可，“在野的全球化：旅行、迁徙、旅游”，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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